









与实践图景，并提供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资源。1978 年至 1997 年之前，党内法规建设基于“形式法治”理念















*  　本文为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18BFX005）福建省委办公厅课题“党内法规与
党内法治理论与实践研究”（K8218049）的阶段性成果。
**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1]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 年第 4 期。
[2]　英国法学家弗里特曼教授认为，“从形式上讲，法治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由某一权威制定和执行的有系统的规范结构；或者简单地
说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它与任何意识形态是无关的，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的秩序都包括在内”。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



























[3]　参见陈金钊：《实质法治思维路径的风险及其矫正》，《清华法学》2012 年第 4 期。
[4]　参见 [ 英 ] 保罗·克雷格：《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分析框架》，王东楠译，载姜明安：《行政法论丛（第 13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 页。
[5]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 58.




2012 年第 4 期。黄文艺教授从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治的嬗变中观察形式法治，他认为形式法治并不在乎法律究竟规定着什么，而
只强调法律在形式上的要求。参见黄文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李树忠
教授也对形式法治的内涵进行过思考，他认为形式法治注重：“法律是否由合格的被授权者颁布，是否以合格的被授权方式颁布，
继而产生规范的清晰性以及所颁布的规范是否具有时间上的维度，是否溯及既往。”参见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当代法学》
2015 年第 1 期。 




[10]　参见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当代法学》2015 年第 1 期。
[11]　参见注 [1]，张文显文。






































[15]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6-147 页。
[16]　参见张文显：《中国法治 40 年：历程、轨迹和经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党章为主要构成。[19] 在改革开放时期（1978 年以后），党内法规的制定数量与 1978 年以前相比，呈现明显




1978 年之前 1978—1997 年之前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92 年 7 月）、
《组织问题决议案》（1926 年 7 月）、《最近组
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927 年 11 月）、《组
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议》（1944 年 5 月）、《关
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
决定》（1962 年 9 月）等。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暂行条例》（1980 年 3 月）、《关
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若干具体问题的暂行规定》（1985 年 2 月）、《中
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1990 年 8 月）、《关于加强党员
流动中组织关系管理的暂行规定》（199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199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






的控制（领导）扩展至全中国，并整顿党组织。到了 50 年代后期，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党的首要目标。”[20] 最









[18]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8 页。
[19]　参见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164 页。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若干规定》（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1986 年 9 月）、《国家经贸委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
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1993 年 10 月）等。
党的组织建设领域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199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199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工作规定》（1996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1996 年 4 月）等。
党的自身建设领域
《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1988 年 5 月）、《对参与嫖娼、
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1988 年 5 月）、《关于共产党员违
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198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内法规
制定程序暂行条例》（1990 年 7 月）等。
党的监督保障领域
《关于健全党的纪律检查系统加强纪检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1983 年 3 月）、《关于对党员
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198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试行）》（1995 年 1 月）等。
（二）1997—2012 年：“法理型法治”理念萌芽







的建设实践。以党的纪律建设领域党内法规制定情况为例，从表 3 可以看出，1997 年以前，党的纪律建 
设领域所制定的党内法规，均属于“规定、规制、办法、细则”等位阶、层级效力较低的配套性党内法规内
容和形式，而“准则、条例”等位阶效力相对较高的主干性党内法规却存在制度空白，[24] 缺乏相关的制度
规定。[25]1997 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2003 年 12 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 年 1 月）等党内法规的相继出台，有效填
补了党的纪律建设领域主干性党内法规缺乏的问题，党内法规的纵向布局更为合理，层级（位阶）内容不断
完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 年 12 月）、《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 年 12 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2010 年 1 月）等。
此外，中共也逐渐开始注重对党内法规实质内容的把握，即体现党内法规所应当具备的科学性、合理







值的吸纳和呈现，这可以通过对比 1992 年版党章与 2007 年版党章的实质内容得到结论。[27] 表 4 显示，相
较于 1992 年版的党章，2007 年修订的党章所增加的内容体现出了民主、法治、文明、人权、权利、权力监督、
秩序等基本价值形式。















细化、补充规则被制定出台，主要集中在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纪律建设）领域。[28] 而在 1997 年之前，这一类
型的规定并不多见。因此，在 1997 年至 2012 年以前，“法理型法治”理念在党内法规建设中处于萌芽阶段，
“形式法治”理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实质法治”理念及其特征也逐渐在部分领域党内法规建设过程中
得到显现。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3 页。
[27]　需要说明的是，选择 1992 年版和 2007 年版的党章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1992 年版党章是 1978 年至 1997 年之前的最后一部
党章，而 2007 年版党章则是 1997 年至 2012 年之前的最后一部党章。



























层面来看，2013 年至 2017 年，5 年时间共制定或者修订中央党内法规 140 多部，约占 220 部现行有效中
央党内法规的 60%。[29]2018 年全年共印发中央党内法规 74 部。[30] 从地方党内法规建设层面来看，现行有
效地方党内法规约 3700 部，约占到全部党内法规总量的 90%。[31] 与此同时，各领域党内法规建设也取得显
著进展，如在党的组织领域已经制定了 450 多部党内法规；在党的领导领域已经制定了 900 余部相关党内





[29]　参见宋功德：《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7 日，第 7 版。










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33] 例如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共中央分两阶段（2012.7—2013.9，2013.10—
2014.12）开展对 1978 年至 2012 年，1949 年至 1978 年前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2018






内法规制定条例》（2019 年 9 月）第 15 条规定，要逐步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
党内法规体系”。《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2013 年 11 月）提出在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2021 年）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34]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理论命题，
并在《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2016 年 12 月）中对该命题的体系结构进行了实质性规定。[35]














[33]　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 年 5 月）、《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决定》（2013 年 8 月）、《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实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14 年 11 月），加强对党内
法规的合法合规性审查，对合法性存在瑕疵的党内法规予以清理。







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求是》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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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制定要广泛征求意见，[36] 体现了民主理念和价值；《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2017 年 11 月）
规定，党内各项事务，除有特别规定外，一般都应当公开， [37] 彰显了公开透明的法治价值；《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2016 年 10 月）规定，“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
监督的作用”，[38] 凸显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治价值；《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 年 10 月）规定，中
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39]
道德价值的引入提升了党内法规的教化性、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强化了党员的自我约束。与此同时，《党内






























[40]　参见侯嘉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价值导向：从功能主义到规范主义的嬗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 年第 4 期。



































[43]　参见郭春镇：《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法律科学》2014 年第 3 期。
[44]　参见冯德军：《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来先进性的理论与实践论析》，《天府新论》2011 年第 3 期。
[45]　参见《坚持纪在法前 纪严于法》，《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 5 版。
[46]　参见王若磊：《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兴起的政治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
[47]　参见秋石：《深刻理解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求是》2011 年第 15 期。
[48]　参见习近平：《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人民日报》2015 年 6 月 28 日，第 1 版。
[49]　参见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日报》2009 年 10 月 9 日，第 1 版。
[50]　参见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第 1 版。


































[53]　参见注 [8]，亚里士多德文，第 199 页。
[54]　参见注 [1]，张文显文。
[55]　参见注 [12]，郭春镇、曾钰诚文。
[56]　参见刘先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全面从严治党》，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7-178 页。
[57]　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 年第 9 期。
[58]　参见注 [57]，周雪光文。






势。在 1978 年至 1997 年前，党内法规建设贯彻“形式法治”理念，这具体体现在党内法规立规数量的持续
性增长，以及党内法规调整范围与覆盖领域更加全面、周延，涉及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党的自身建设、党的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Formal Rule of Law” to “Legal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ty’s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eng Yucheng
Abstract: “Formal rule of law” and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are two sets of theoretical paradigms constructed 
by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untr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As an “integrated” type of rule of law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and absorbs the basic concepts of “formal rule of law” and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the “legal 
rule of law” not only goes beyond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ual rule of law concept, but also 
can further explain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prospect of the CPC’s inter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struction at a 
specific stag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sources with explanatory power.  From 
1978 to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tinued to adva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ormal rule of law”. The number and coverage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From 1997 to 2012, the concept of “legal rule of law” has gradually sprouted. Not only has the concept of “formal 
rule of law” been strengthened,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such as systematization, effectiveness and operability.  After 2012, the 
concept of “legal rule of law” has been fully develop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laws and regulations 
has been jointly promot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regulations, systematization, standardization, legality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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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embodies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dissolving the 
dualistic political system structure, the shaping of advanced political partie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good 
laws and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ectifying deviation by exercising governance. 
Keywords: Party Regulations; Formal Rule of Law; Substantive Rule of Law; Legal Rule of Law; Transformation 
Concept; Theore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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